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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椭圆脐点突变模型的大熊猫生存状态研究

闫志刚１，李俊清１，*，孙　 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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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得益于有力的保护，大熊猫受威胁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 根据全国大熊猫调查数据，近年来，大熊猫野生种群与栖

息地面积总体上均处于持续增加态势；同时，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与局域种群隔离也呈加剧的趋势。 两相对比，形成悖论现象，
难以正确认知当前大熊猫的生存状态。 大熊猫作为高度特化的 Ｋ 对策大型动物，其生存高度依赖于栖息地生态系统，极易受

栖息地丧失与破碎化的影响。 对大熊猫生存状态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栖息地或种群等单项指标的变化，而应基于系统科学的整

体视角。 结合全国第三、四次大熊猫调查数据，对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与栖息地及潜在栖息地的面积进行复相关分析，发现大

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的面积之间存在着高度显著正相关，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稳定而密切的耦合关系，进
而建立了大熊猫种群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之间的耦合函数。 突变理论作为一种成熟的系统科学理论，提供了较完备的数学方

法，利用系统中少量的关键指标便可实现对系统行为的刻画。 基于突变理论，以大熊猫分布区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大

熊猫种群数量、栖息地与潜在栖息地的面积为系统关键指标，利用种群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之间的耦合函数，构建了“大熊

猫—栖息地”系统椭圆脐点突变模型，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进行研究。 发现虽然野生种群数量、栖息地与潜在栖息地的面积均

持续增长，但严峻的局域种群生存危机与栖息地的高度破碎化，从总体上削弱了系统的稳定性，大熊猫分布区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处于持续下降态势，且濒临系统临界状态，生态系统具有较大的退化压力，大熊猫的生存危机依然严峻！
关键词：大熊猫；种群；栖息地；复相关分析；突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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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ｅｖｅ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ｔ ｈ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得益于有力保护，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与栖息地面积近 ３０ 年来一直处于增长态势。 随着全国第四次大

熊猫调查报告的发布，在 ２０１６ 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大熊猫受威胁等级由“濒危”降
为“易危” ［１］。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栖息地面积与野生种群数量的增长，栖息地破碎化与局域种群隔离

问题也达到了历次调查之最；而且大熊猫的生存还受到诸如人为干扰、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２］。 生境

的丧失与退化、人为干扰、自然灾害等因素能够相互强化，增加物种的灭绝风险［３］；同时，ＩＵＣＮ 在对物种受威

胁等级的认定过程中，也未考虑物种的生物学习性，因此，ＩＵＣＮ 提醒，大熊猫不再被列为濒危物种可能只是暂

时的［１］。
生境的丧失与退化被视为导致物种濒危的首要原因［４］。 濒危物种基于时空尺度，可以分为进化时间尺

度中的濒危与生态事件尺度中的濒危［３］。 大熊猫生存至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反映出这一物种具有顽

强的生命力，其濒危原因更大程度上在于生态原因［５］。 作为 Ｋ 对策生物，兼具高度特化，大熊猫更容易受到

生境的丧失与退化的影响。 因此，简单依据种群数量或栖息地面积单一指标的变化考察野生大熊猫生存状态

是不严谨的。 大熊猫自 ３００ 万年前便形成了对以“森林＋竹林”为特征的栖息地生态系统的生存依赖，其受威

胁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态系统的退化［６］。 因此，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才能形成对大熊猫野生种群生存状态

的正确认知。
生态系统由于非线性机制与反馈作用等原因，存在多稳态现象。 生态系统发生稳态转换的点或区域称之

为生态阀值，是生态系统本身能抗御外界干扰、恢复平衡状态的临界值［７］。 生态系统的退化与生态系统的稳

态转换有关。 当生态系统临近阈值时，外界的微小干扰也会引发生态系统的剧烈响应，使之进入结构和功能

截然不同的另一稳定状态，这种现象称为生态系统突变［８］。 生态系统多稳态的存在是产生突变的主要原

因［９］。 生态系统突变属于分岔现象。 按照动力学理论，在参数空间，当控制参数变化时，非线性系统的形态

也将发生改变；形态的转变，意味着原有形态的稳定性发生了变化，即失稳。 此时，系统会由一个定常状态

（定态解）产生出多个定常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分岔”。 分岔现象是一种重要的非线性现象，在自然界中有多

种表现。 系统失稳是发生分岔的前提，分岔之后，系统在不同状态间便发生了不连续的过渡，即“突变”。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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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和突变是对同一动力学现象从不同角度的解释。 突变是控制参数变化到分岔点上出现的从一种定态向另

一种定态的骤变［１０］。 作为系统科学中研究分岔与突变的数学理论，突变理论采用与动力学系统相关联的势

函数来描述系统行为，其突出的优点是即使不了解系统的动力学方程，用几个状态变量就可以预测系统诸多

的定性或定量性态［１０⁃１１］，因此其可以作为生态系统演化研究、状态评价的理论。
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和环境构成的整体，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生态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

复杂系统是指由大量相互作用的不同单元组成的自适应系统［１２⁃１３］。 复杂系统具有层次结构，层次即系统内

部所具有的不同结构等级；系统内部处于同一层次的诸要素（子系统）， 互相联结成一个整体，并表现出各要

素都没有的新的性质［１４］。 复杂系统的这些特性在生态系统中的表现被称之为生态学的三大原理，即相互联

系的整体性原理、生物组织层次理论以及涌现性原理［１５］。 系统科学是应对和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有力工具，
因此，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对生态系统的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如个体、种群、群
落、生态系统、景观等，都符合系统科学对系统的定义，均可视为系统科学意义上的“系统” ［１６］。 对于生态系

统而言，可以依据研究需要选择某一层次，并根据功能、结构或时空等，分解得到诸多相互依赖的子系统，子系

统之间、子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协同作用，共同进化，这种或强或弱的耦合作

用，也是生态系统动力学现象的根源［１７⁃１８］。
大熊猫分布区指大熊猫存在和居住的区域；大熊猫栖息地是指大熊猫具体生活的生境或小生境，大熊猫

只出现在分布区内适宜生活的栖息地上；大熊猫潜在栖息地是指与栖息地相连、具有适宜于或比较适宜于大

熊猫生息繁衍的生境条件、以往存在或可能存在或从未存在过大熊猫分布、在调查中没有发现大熊猫实体或

活动痕迹的地域，通过加强管护，在 １０—１５ 年间大熊猫很有可能扩散到该区域［１９］。 全国第三、四次大熊猫调

查（以下简称 ３ 调、４ 调）分别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实施，调查数据反映了近期大熊猫种群与栖息

地等变化情况。 对比 ３ 调与 ４ 调数据可知，在过去的 １０ 年间，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增加了 ２６８ 只（增幅 １６．
８％），栖息地增加约 ２，７１６ ｋｍ２（增幅 １１．８％），潜在栖息地增加约 ５４１ ｋｍ２（增幅 ６．３％）；同时由于干扰的加剧，
栖息地破碎化与局域种群隔离呈现同步增强的态势，栖息地斑块较多，部分斑块质量较差，局域种群隔离严

重，小种群复壮困难［２，１９⁃２１］。 一方面是栖息地面积与野生种群数量的总体增长，一方面是栖息地破碎化与种

群隔离愈加严重，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基于种群或栖息地单一指标，无法形成对当前大熊猫生存状况的认知；
而且，单项指标的消长也只是反映了生态系统某一方面的变化，无法解释其整体的状况。

突变理论作为一种成熟的系统分析理论和方法，可以不囿于单项指标的变化，从整体层面较好解决这一

矛盾现象。 大熊猫受威胁的主要原因是栖息地的退化，保护栖息地是保护大熊猫的关键。 森林与竹子构成的

复合栖息地生态系统，与大熊猫野生种群构成一个自然的协同进化体［６，２２］。 因此，对于大熊猫生存状态的研

究，可以依据突变理论，选择种群、栖息地、潜在栖息地作为子系统（即状态变量），构建“大熊猫—栖息地”系
统突变模型进行分析，将栖息地与种群作为整体来考虑，对大熊猫生存状态进行了研究，并结合生态学理论，
提出有价值的保护策略，这即是本文拟解决的科学问题与所采用的技术方法。 在保护生物学与大熊猫研究

中，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同时，该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基于系统分析的方法论，具有普遍适用性。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６ 年出版的《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报告》、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

报告》（未公开出版）、２０１５ 年出版的《四川的大熊猫：四川省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报告》 ［１９⁃２１］，以栖息地和潜在

栖息地的面积、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作为基础数据，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９—２０１４ 年，空间区域为大熊猫分布区（秦
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凉山山系）。 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种群数据不包括 １．５ 岁以下大熊猫幼体

数量。
１．２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相关性分析与突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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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相关性分析

对 ３、４ 调各山系大熊猫种群数量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面积进行复相关分析。
１．２．２　 突变理论

突变理论是研究客观世界非连续性现象（突变）的理论，依据数学模型来描述和预测事物的连续性中断

的质变过程。 突变理论并不给出产生突变机制的假设，而是提供一个合理的数学模型来描述现实世界中产生

的突变现象，对它进行分类，使之系统化，其数学基础是奇点理论和分岔理论。 在突变理论中，系统在任何时

刻的状态可以由给定的 ｎ 个状态变量 ｘｉ的值确定，同时系统还受到 ｍ 个控制变量 ｕ ｊ的控制，即 ｕ ｊ的取值决定

了 ｘｉ的值，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控制变量在何种情况下，系统势函数临界点类型会发生变化。
设系统势函数为 Ｖ，则定义系统的平衡曲面 Ｍ 为：

ÑｘＶ ＝ ０ （１）
平衡曲面 Ｍ 是由系统 Λ 的全部平衡点构成，定义奇点集 Ｓ 是由 Λ 的全部退化临界点组成，其为 Ｍ 的一

个子集，满足：
ÑｘＶ ＝ ０

Δ ＝ ｄｅｔ Ｈ（Ｖ）{ } ＝ ０{ （２）

ｄｅｔ 表示行列式，Ｈ（Ｖ）表示 Ｖ 的 Ｈｅｓｓｅｎ 矩阵。 Ｓ 在控制变量空间 Ｃ 中的投影，称为分岔点集 Ｂ，分岔点集

Ｂ 是 Ｃ 中所有使 Ｖ 的形式发生变化的点的集合。
当状态变量数目不超过 ２、控制变量数目不超过 ４ 时，只存在 ７ 种基本突变类型，对应着具有不同数量的

状态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系统［２３⁃２４］，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基本突变模型的势函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突变类型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ｔｙｐｅ

状态变量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势函数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折叠突变 Ｆｏｌｄ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ｘ ｕ Ｖ（ｘ）＝ ｘ３＋ｕｘ
尖点突变 Ｃｕｓｐ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ｘ ｕ，ｖ Ｖ（ｘ）＝ ｘ４＋ｕｘ２＋ｖｘ
燕尾突变 Ｓｗａｌｌｏｗｔａｉｌ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ｘ ｕ，ｖ，ｗ Ｖ（ｘ）＝ ｘ５＋ｕｘ３＋ｖｘ２＋ｗｘ
椭圆脐点突变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ｘ，ｙ ｕ，ｖ，ｗ Ｖ（ｘ，ｙ）＝ （１ ／ ３）ｘ３－ｘｙ２＋ｗ（ｘ２＋ｙ２）－ｕｘ＋ｖｙ
双曲脐点突变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ｕｍｂｉｌｉｃ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ｘ，ｙ ｕ，ｖ，ｗ Ｖ（ｘ，ｙ）＝ ｘ３＋ｙ３＋ｗｘｙ－ｕｘ－ｖｙ
蝴蝶突变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ｘ ｕ，ｖ，ｗ Ｖ（ｘ）＝ ｘ６＋ｔｘ４＋ｕｘ３＋ｖｘ２＋ｗｘ
抛物线脐点突变 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 ｕｍｂｉｌｉｃ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ｘ，ｙ ｕ，ｖ，ｗ，ｔ Ｖ（ｘ，ｙ）＝ ｙ４＋ｘ２ｙ＋ｗｘ２＋ｔｙ２－ｕｘ－ｖｙ

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需选用椭圆脐点突变模型，其势函数表达式为：

Ｖ ｘ，ｙ( ) ＝ １
３

ｘ３ － ｘｙ２ ＋ ｗ ｘ２ ＋ ｙ２( ) － ｕｘ ＋ ｖｙ （３）

ｘ，ｙ 为状态变量；ｗ，ｕ，ｖ 为控制变量。 对于 Ｖ ｘ，ｙ( ) 求偏导数并令其为零，得平衡曲面 Ｍ 为：
∂Ｖ
∂ｘ

＝ ｘ２ － ｙ２ ＋ ２ｗｘ － ｕ ＝ ０

∂Ｖ
∂ｙ

＝ － ２ｘｙ ＋ ２ｗｙ ＋ ｖ ＝ 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４）

奇点集 Ｓ 除满足上式，还需满足

Δ ＝ ４ ｗ２ － ｘ２ － ｙ２( ) ＝ ０ （５）
系统发生稳态转化的基本判据为：

ｗ ＜ ０ （６）
即当 ｗ ＜ ０ 时，势函数的极值分布会发生突变，系统呈现不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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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稳的情况下，系统的临界点（ｘ０， ｙ０）可以由下式求解：

ｘ４
０ ＋ Φ２ｘ２

０ ＋ Φ１ ｘ０ ＋ Φ０ ＝ ０

ｙ０ ＝ ｖ ／ （２ ｘ０ － ２ｗ）{ （７）

式中： Φ０ ＝ － ｕｗ２ － ０．２５ｖ２， Φ１ ＝ ２ｗ２ ＋ ２ｕｗ ， Φ２ ＝ － ３ｗ２ － ｕ
１．２．３　 突变模型的构建

大熊猫作为典型的 Ｋ 对策生物，种群密度波动较小，其种群平衡点处在环境的 Ｋ 值附近。 因此，可以认

为“大熊猫—栖息地”系统存在着较为稳定的耦合关系，表达式如下：
Ｚ ＝ ｆ Ｘ，Ｙ( ) （８）

式中，Ｚ 为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只），Ｘ 为栖息地面积（１０２ｋｍ２），Ｙ 为潜在栖息地面积（１０２ｋｍ２）。
栖息地破碎化对于种群存在多种不利影响［２５］。 为了避免灭绝旋涡的发生，一个种群需要保有一定数量

的栖息地面积（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ｒｅ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才能保证长期生存，对于大熊猫野生种群而言，所需最小栖息地

面积约为 １１４．７ ｋｍ２［２６⁃２７］。 本文选用了 １００ ｋｍ２作为与大熊猫野生种群相对应的栖息地面积指标单位，既便于

处理数据，又不会从实质上改变种群与栖息地之间的耦合函数关系，从而影响到模型构建的精度以及计算结

果的准确性；潜在栖息地亦然。
为了求解系统势函数，可以认为 ｆ Ｘ，Ｙ( ) 与其 Ｔａｙｌｏｒ 展开式之间同构，并设 ｆ 是 ３ 确定的，有：

Ｚ ＝ ａ３０Ｘ３ ＋ ａ２１Ｘ２Ｙ ＋ ａ１２ＸＹ２ ＋ ａ０３Ｙ３ ＋ ａ２０Ｘ２ ＋ ａ１１ＸＹ ＋ ａ０２Ｙ２ ＋ ａ１０Ｘ ＋ ａ０１Ｙ ＋ ａ００ （９）
系数 ａｉｊ，可依据六大山系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的面积数据，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非

线性拟合得到，进而得到如下形式（求解步骤见附录 Ａ）：
Ｚ ＝ ｚ ＋ Ｋ００ （１０）

式中 Ｋ００为常数，与系统状态的判别无关， ｚ 即为所需椭圆脐点突变模型表达式：

ｚ ＝ １
３
ｘ３ － ｘｙ２ ＋ ｗ ｘ２ ＋ ｙ２( ) － ｕｘ ＋ ｖｙ （１１）

２　 计算结果

２．１　 相关性分析结果

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的面积复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的面积复相关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

复相关分析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 调

Ｔｈｅ ３ｒ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４ 调

Ｔｈｅ ４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相关系数 ｒｋ（显著性水平 αｋ）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０．９９８（０．０００） ０．９９１（０．００３）

根据复相关分析可知，无论 ３ 调与 ４ 调，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的面积均呈高度显著

正相关，支撑了前文中的观点，即大熊猫野生种群与栖息地构成协同进化体，保护栖息地是保护大熊猫的关

键。 同时，也反映了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与其栖息地系统之间存在着较为稳定的耦合关系，可以以此作为构

建突变模型的基础。
２．２　 突变模型分析结果

按照前文方法，依据全国大熊猫调查数据，按照式（９）构建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的

面积耦合关系函数，相关系数见表 ３。
按照附录 Ａ 所示步骤，进一步转化为椭圆脐点突变模型，模型相关系数见表 ４。
由此可得系统突变模型的稳态判据，相关结果见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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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耦合关系函数的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函数系数（ａｉｊ）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３ 调

Ｔｈｅ ３ｒｄ ｓｕｒｖｅｙ
４ 调

Ｔｈｅ ４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函数系数（ａｉｊ）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３ 调

Ｔｈｅ ３ｒｄ ｓｕｒｖｅｙ
４ 调

Ｔｈｅ ４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ａ３０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４５ ａ１１ －０．００５０ －０．４１７４
ａ２１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２８２ ａ０２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８６４
ａ１２ －０．１５１４ －０．０７６６ ａ１０ ０．９０６３ ０．７６０１
ａ０３ ０．１１６６ ０．０７５６ ａ０１ ０．８５６５ ０．７９１３
ａ２０ ０．３０１０ ０．２８２５ ａ００ ０．９８８５ ０．９７１５

表 ４　 椭圆脐点突变模型的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ｍｏｄｅｌ

模型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３ 调

Ｔｈｅ ３ｒｄ ｓｕｒｖｅｙ
４ 调

Ｔｈｅ ４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ｗ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ｕ －１０４．８５８２ ６９０．３７１０

ｖ １８０．７８５９ １８６．２１０６

表 ５　 系统突变模型的稳态判据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ｍｏｄｅｌ

稳态判据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３ 调

Ｔｈｅ ３ｒｄ ｓｕｒｖｅｙ
４ 调

Ｔｈｅ ４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ｗ ０．４×１０－３ ０．２×１０－３

可见，４ 调期间，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的面积虽然处于增长态势，但根据突变模型

的分析结果，“大熊猫—栖息地”系统的稳定性却处于下降趋势，且均接近于临界状态，表明大熊猫赖以生存

的生态系统具有较大的退化压力。

３　 讨论

３．１　 大熊猫生存状态的原因分析

由于突变理论不提供导致系统发生突变的机制，所以应用突变理论对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大熊猫生存状态

的研究，实质是对事物发展“结果”的数学解读，是一种唯象理论（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的表现，因此需进一步结合

生态学理论进行原因分析。 总体上，保护与干扰的长期共存与博弈，构成了近期大熊猫保护的基本格局，分布

区生态系统的稳定状态与大熊猫的生存状态可以视为保护与干扰相互作用的结果。 分布区生态系统对大熊

猫种群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国实施的一系列生态与物种保护工程，对于大熊猫种群的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人
为干扰作为历史上导致大熊猫种群衰退的重要原因，也是近期导致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与种群隔离的最重要

影响因素，同时，趋于严重的栖息地破碎化与局域种群隔离又导致了大熊猫分布区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下降。
大熊猫栖息地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大是野生种群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１９］。 自 １９９８ 年，大熊猫分布区内的

天然林采伐已全面停止，并逐步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长江防护林”等重大生态工程，这使得

大熊猫生存所依赖的栖息地生态系统总体上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休养生息，大部分区域的植被及竹林得到了

较好的自然恢复；同时，随着大规模森林采伐作业活动的停止，相应的人为干扰大幅减少，使得原本因采伐公

路及运输车流而隔离的大熊猫种群，可以较顺畅的进行交流，降低了部分局域种群的灭绝风险，为种群数量增

长创造了条件［２８］。 ２００１ 年启动的“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新建或扩建了相当数量的

保护区，相对于 ３ 调，４ 调期间保护区面积增加了约 １１８００ｋｍ２，增幅 ５４．３％；尤其对于秦岭中部、岷山中部以及

邛崃山中部的大熊猫核心种群，新保护区的建立及原有保护区保护管理能力的提升，使得这些大熊猫核心种

群得到了更有效的保护，这些核心种群的数量占野生大熊猫总数量超过三分之二，对于大熊猫保护工作全局

至关重要［２，１９⁃２０］。
但是，在栖息地与种群持续恢复的同时，大熊猫保护仍面临重要的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长期且强烈的干扰，加剧了栖息地破碎化与种群的隔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保护工作的成效，进而加重了大

熊猫的生存危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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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３．１．１　 栖息地破碎化是导致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的重要原因

目前，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虽有所增加，但没有在宏观上改变大熊猫分布区整体狭长这一状况，并且大熊

猫核心分布区栖息地整体破碎化程度有所加剧。 新分布区与新种群的发现是 ４ 调栖息地面积与种群数量增

长的主要因素，但对于大熊猫核心分布区的秦岭与岷山山系，４ 调栖息地面积仅增加了 ５．４％、１．２％，均未发现

新的分布种群［２０］；３ 调时面积最大的两个栖息地斑块（岷山 Ａ 栖息地、邛崃山系栖息地）在 ４ 调时已经破碎

化，随之两个规模较大的局域种群也被隔离成几个较小的种群［１９⁃２０］；总体上，目前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成 ３３
个斑块，其中 １０ 个斑块的面积均小于 １１４． ７ ｋｍ２，即 ３０． ３％的栖息地斑块不能满足种群的长期生存需

要［２０⁃２１，２７］，依据野生大熊猫最小存活种群数量为 ３０ 只的标准［２９⁃３１］，３３ 个局域种群中有 ２２ 个存在灭绝风险，
占比 ６６．７％。

栖息地破碎化对物种的生存会构成严重的威胁［３２］。 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分布区域狭窄、数量稀少的大

型哺乳类物种会面临很高的灭绝风险［３３］；局域种群隔离以及种群内个体数量的减少，会引起瓶颈效应、近亲

繁殖、遗传漂变等不良效应；栖息地破碎化会引起边缘效应、隔离效应、面积效应等不良效应，对物种之间的相

互作用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包括种间连接的数量与强度［３４］；多种不良效应的综合作用与相互影响，会引发一

个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生物与非生物过程，导致种群趋于灭绝［３５⁃３６］。 对于大熊猫，还存在着另一个严重的

威胁———竹子开花，当竹子开花发生在完全隔绝的小生境中，该区域大熊猫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栖息地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栖息地丧失与破碎化被认为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最

主要原因，其产生的危害也最大［３３⁃３４］。 Ｈａｄｄａｄ 等学者根据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和历史最悠久的破碎化实验

发现，栖息地破碎化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大幅降低与生态系统功能的丧失，该项实验地跨五大洲、时间跨度

３５ 年，涵盖了不同的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３７］。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影响。 尽管存在争

议，但大多数关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理论探讨和实验生态学研究成果表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呈正相关，栖息地破碎化会导致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降低［３２⁃３３］。 在另一项基于大熊猫局域种群与栖息地

斑块的模型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如果考虑栖息地破碎化的影响，虽然 ４ 调时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与种群总数

量相对于 ３ 调时有所增长，但趋于严重的栖息地破碎化与种群隔离导致了 ４ 调时分布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相对于 ３ 调时反而呈现更不稳定的现象［３８］。
３．１．２　 干扰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

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以及近年来频发的自然灾害，对大熊猫栖息地造成了较严重的干扰，加剧了栖息地的

退化与破碎化。 干扰因素基本上可以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干扰两类，对栖息地的影响与作用形式有所区别。
大熊猫分布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构造带，存在多条断裂地震带，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地震对栖息地的影

响显著。 以 ２００８ 年发生的汶川地震为例，依据 ３ 调统计数据进行灾害评估，地震造成大熊猫栖息地毁损面积

约 ５７８ ｋｍ２，占全国栖息地总面积的 ２．５％，造成潜在栖息地毁损面积约 ２０ｋｍ２，占比 ０．２％，主要集中在岷山与

邛崃山等大熊猫核心分布区［２１］。 地震及其次生灾害显著改变了大熊猫栖息地的地形、地貌、土壤特性及植被

演替进程，栖息地结构和质量发生显著变化；震区大面积区域的增强型植被指数（ＥＶＩ）显著下降，加剧了大熊

猫栖息地的退化和破碎化进程，经过 ５ 年的恢复，４ 调时（２０１３ 年）发现多数区域 ＥＶＩ 虽有明显改善，但尚未

恢复到 ２００７ 年的水平，大部分区域大熊猫栖息地植被仍在恢复中［２１，３９］，后继发生的雅安、九寨沟地震，对大

熊猫栖息地又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近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延伸到了大熊猫分布区，其深度与广度为历史最强，造成了强烈的

冲击。 公路、铁路及低等级的县域、乡村道路的不断增加，致使路网密度进一步增大；畜牧业、水电站建设与矿

产开发呈现增加态势；作为山区经济增长点的旅游开发带动了更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游客数量的增

长［２０⁃２１］。 这些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宏观社会变化，给大熊猫分布区带来了长久的人为干扰。 人为干扰强度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这决定了人为干扰在近年来趋于加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人为干扰作为普遍存

在并且长期持续的影响因素，不会因经济社会的发达或落后而消失，但其多发类型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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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北部地区，主要以水电开发、基础建设、旅游活动等、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活动所带来

的大型干扰为主；在欠发达的南部地区（凉山山系），主要以采薪、放牧、割竹打笋等、由个人经济生活行为所

带来的一般干扰为主［２０，４０］。
结合 ４ 调可以发现，在大熊猫中北部分布区，一方面，诸如水电开发等大型干扰呈增强态势，水电站在邛

崃山分布众多，采矿、旅游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对岷山、邛崃山、秦岭的栖息地影响突出；另一方面，诸如放

牧等一般干扰的发生数量与强度在这些区域呈明显下降［２０］。 大型干扰会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造成持久性或

永久性的影响，加剧了栖息地破碎化与种群的隔离［２１］。 一般干扰在南部分布区却有着强烈的影响，放牧、采
笋、采薪等活动对大相岭、凉山山系影响明显［２０⁃２１］。

总体上，在大熊猫栖息地内，干扰呈现集中分布，并具有密度大、强度高、时间长的特点，对生态系统构成

了巨大压力，导致了栖息地的质量下降与破碎化，最终影响了大熊猫的分布格局；同时，人为干扰多发，但增强

类型有所不同，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应注意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保护政策。
３．２　 当前大熊猫保护工作的具体对策

应对栖息地破碎化与种群隔离的威胁是当前大熊猫保护工作的首要内容，应基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
是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实施野生动物走廊建设，以应对栖息地破碎化的直接威胁，二是根据各山系干扰的

多发类型，采取具有地区差异化的保护政策，有针对性的采取减缓人为干扰的不利影响，从根源上遏制栖息地

退化与破碎化进程。
３．２．１　 针对栖息地破碎化的对策分析

栖息地破碎化对物种生存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种群水平上，种群的消失速度比一个物种的灭绝速度要快得

多［３３］，栖息地斑块面积的大小对生物多样性、物种灭绝阈值等也具有重要的影响［３４］，因此，应对栖息地破碎

化危害的首要任务在于对隔离小种群的关注。 同时，生物一般也具有一定的灭绝延迟能力，即使栖息地发生

了严重破碎化，该区域物种的灭亡在时间上往往存在着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延迟，即存在灭绝债务现

象［３３］，这无疑为物种拯救行为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栖息地斑块的总量、质量、连接程度以及干扰的影响，对于破碎化的栖息地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的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３７］。 根据灭绝旋涡理论，在生境破坏初期，剩余适宜生境仍有较好的连通性，种群

主要受生境损失的影响；随着生境破坏的日趋严重，斑块之间的连接将减弱，会引发物种对栖息地丧失的非线

性反应，导致种群密度急剧下降；同时，一系列的反馈作用会增加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和区域生态系统的随机

性［４１］。 如果生态系统继续退化，一旦发生系统突变，未来的生态恢复将会非常困难。 有研究表明，种群扩散

率对于大熊猫小种群的复壮非常重要，即使扩散率低至 １％也能有效降低局域种群的灭绝风险［４２］。 因此，基
于大熊猫栖息地斑块分布的空间格局，采取诸如野生动物走廊等栖息地斑块的连接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以野

生动物走廊作为促进小种群复壮措施，其实施效果主要取决于所连接种群的绝对规模。 在小种群之间进行连

接，对于小种群的增长与持久意义有限［４２］。 野生动物走廊的早期规划与建设应首先以面积较大的生境斑块

与规模较大的种群为中心，向周边的小斑块与小种群进行辐射，这将形成一个“星型”生态网络；长期规划可

设计和建造更多的走廊以连接更多的栖息地，将早期的星型生态网络转化为复杂生态网络。 根据复杂网络理

论可知，这种复杂生态网络具有更好的鲁棒性（Ｒｏｂｕｓｔ）和抗干扰能力，对于大熊猫野生种群而言，加强基因交

流，也将有效地扩大基因库，可以更好抵御各种随机变化的影响［４３⁃４４］。
３．２．２　 针对干扰因素的对策分析

对于近期频发的自然灾害干扰———地震的影响，灾区大熊猫栖息地的恢复目标应以实现森林生态系统功

能的修复为主。 依据森林演替规律与自然进程，利用天然植被的自然恢复或人工重建的方式，通过对受损天

然林的保育措施，实现森林面积与郁闭度的恢复，从而实现森林与竹林的协调更新；人工修复措施不应作为森

林植被主要的修复手段，但对于受地质灾害影响严重的区域，应尽快引种乡土树种，以混交林形成保护［３９］。
对于人为干扰的影响，应结合各山系生态系统特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多发干扰类型采取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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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秦岭、岷山、邛崃山山系作为大熊猫核心分布区，具有生态系统容量大、保护工作开展较好的特点，大熊猫

种群呈稳定、缓慢的增长态势，反映了该区域大熊猫及生态保护工作趋于成熟。 同时，这些地区的干扰呈现出

大型干扰增强与一般干扰下降的发展趋势。 在保护工作中应积极利用大熊猫交流廊道建设、扩建保护区等措

施，注重对现有栖息地与潜在栖息地质量的提升。 这一地区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主要所在地，应切实落实保

护政策，稳步提升生态系统的规模与质量。 大、小相岭山系的栖息地与大熊猫种群一直保持较好的恢复态势，
同时又存在生态系统规模较小、人为干扰严重等不利因素，大熊猫种群灭绝风险较高。 ４ 调时，两山系栖息地

增幅分别达到 ５１．６％、４８．８％，说明山系保护工作仍有较大潜力与改善空间，因此，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保护，争
取有效降低人为干扰；另一方面，考虑到种群规模较小，在实现小种群互通与栖息地斑块连接的基础上，应结

合大熊猫放归，促进遗传交流，提高基因多样性，对于大熊猫的生存与延续尤为重要。 凉山山系的大熊猫保护

工作最为薄弱，是 ３ 调时唯一出现种群数量负增长的山系（增幅为－２５．８％），４ 调时有所改善（增幅为 ７．８％），
与其呈爪形的狭长地理格局以及经济发展落后有密切关系。 狭长而分散的地理格局，造成种群隔离程度较高

且局域种群规模过小，落后的地区经济，使得放牧、割竹打笋等与个人经济生活相关的人为干扰，一直非常严

重。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是当前凉山地区保护工作首要内容，实现生态保护、扶贫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

的有机结合，改进产业结构，推进可替代生计培训等措施，减少经济对农牧业的依赖，并落实社区居民利益共

享与补偿机制，以必要的经济手段提高共同参与保护的积极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总体而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已深入大熊猫分布地区，其深度与广度为历史最强，由此引发的人为干扰

也是近三十年来最为强烈，由此加重了大熊猫分布区栖息地破碎化和种群隔离，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
人类干扰活动对大熊猫生境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大效应，应结合各山系特点，确定对其他人为干扰具有放大作

用的主导人为干扰类型，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期最优成效。
３．３　 突变理论在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３．３．１　 突变模型在大熊猫研究中的应用

自然界虽然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但很多时候，通过少量相关变量（关键因子）信息就足以构建一个有效的

模型［１５］。 生态学模型构建的思想是基于事物发展与其主要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个生态学模型应该包括

三个要素：①空间因素，即系统边界的划分；②在所有功能单元中最重要的子系统（组分）；③时间间隔［１５］。
因此，对于一个现实的生态系统，其模型构建的关键在于，根据研究问题确定相应的研究尺度，由此选取最重

要的子系统（组分）作为关键因子（模型的变量），进而实现模型的构建。
突变理论的优势在于，即使不了解所研究系统的动力学方程，用几个状态变量即可预测系统诸多的定性

或定量性态，并提供了数学模型来描述现实世界中产生的突变现象。 对于生态学突变模型的构建，关键因子

的选取十分重要。 由表 １ 可知，变量数目一定的突变模型，其表达式的形式是确定的，所以所选取的关键因子

对于模型所蕴含的信息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对于大熊猫种群，栖息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潜在栖息地对

于栖息地的增长、栖息地的联通等具有重要作用［４５］，因此，对于大熊猫的生存、种群复壮与扩散具有重要意

义。 所以本文在进行突变模型构建时，将潜在栖息地作为一项关键因子加以考虑，以保证模型蕴含信息的全

面性、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同时，３ 调与 ４ 调在调查技术方法上具有一致性，也保证了数据来源的准确性，以及

计算结果的可比性。
突变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即不能给出所研究问题产生突变的机制，也不能给出系统的动力学方程，因此，

我们无法直观获悉模型参量与计算结果之间直接而明确的逻辑关系。 应用突变理论进行模型构建以及对计

算结果的解读，需要结合所应用领域的相关理论加以实现。
３．３．２　 突变理论在生态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２０１３ 年，英国生态学会在其成立 １００ 周年纪念之际，发布了 １００ 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生态学问题，认为关

于“生态系统的评估”以及“生态系统临界状态的判别”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还强调了将“其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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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已运用的理论运用于生态学”以及“发展和采用模型系统来理解生态系统”的重要性［４６］。
当前地球生态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科学评估生态系统的状态，并对生态系统重大突变进行预测与

预警，对于地球系统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但由于生态系统对外界的响应具有滞后性，同时，长
时间、高分辨率数据的缺乏以及对现实生态系统内在复杂性的认识不足，使得生态系统的突变预测成为一项

艰难的任务［８，４７］。
突变理论作为一种成熟的系统科学理论，用形象的数学模型描述了系统连续性行为突然中断与质变发生

的过程。 突变理论所提供的理论与模型是对系统的描述，而非对机制的解释。 如果所研究系统的机制未知或

者过于复杂，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Ｏｃｃａｍ＇ｓ Ｒａｚｏｒ），应先假定系统具有与观察相吻合的最简单的机制，突变

理论即提供了系统“最简单机制”的数学描述与模型，即以“降低描述的任意性”实现将“种种不同的观察统一

于一个系统” ［４８］。 突变理论研究的是系统稳定态跃迁的现象和规律。 它认为系统存在稳定态和非稳定态，稳
定态是指系统在微小扰动作用下，仍然能够保持原来状态；而一旦受到微小扰动就迅速离开原来状态，则是非

稳定态；稳定态之间的转化，是以突变形式发生的；非线性是系统存在突变现象的重要原因。 突变理论作为研

究系统有序演化的有力数学工具，在生态学研究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４　 结论

（１） 大熊猫野生种群的数量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的面积呈高度显著正相关，且存在着较为稳定的耦合

关系。 大熊猫对栖息地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生存依赖，基于生态系统的视角，才能正确认知大熊猫野生种群

的生存状态。 保护栖息地是保护大熊猫的关键，大熊猫作为高度特化的 Ｋ 对策生物，更容易受到栖息地破碎

化与种群隔离的影响。
（２） 采用生态系统的关键指标构建突变模型，可以从系统层面对大熊猫生存状态进行研究。 近年来，大

熊猫栖息地与野生种群总体增长的同时，栖息地破碎化和局域种群隔离也有所加剧。 基于椭圆脐点突变模型

分析可知，“大熊猫—栖息地”系统的稳定性处于下降趋势，且接近于临界状态，表明生态系统的仍具有较大

的退化危险，大熊猫的生存危机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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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椭圆脐点突变表达式的求解

令

Ｘ＝Ａ１ω＋Ｂ１φ

Ｙ＝Ａ２ω＋Ｂ２φ{ （Ａ１）

将（Ａ１）式代入（９）式，有：
Ｚ＝ ｊ３ ｆ Ｘ，Ｙ( ) ＝ ｆ ω，φ( ) ＝Ｆ３０ω３＋Ｆ２１ω２φ＋Ｆ１２ωφ２＋Ｆ０３φ３＋Ｆ２０ω２

＋Ｆ１１ωφ＋Ｆ０２φ２＋Ｆ１０ω＋Ｆ０１φ＋Ｆ００ （Ａ２）
上式中 Ｆ ｉｊ为：

Ｆ００ ＝ａ００

Ｆ０１ ＝ａ１０Ｂ１＋ａ０１Ｂ２

Ｆ１０ ＝ａ１０Ａ１＋ａ０１Ａ２

Ｆ０２ ＝ａ２０Ｂ２
１＋ａ１１Ｂ１Ｂ２＋ａ０２Ｂ２

２

Ｆ２０ ＝ａ２０Ａ２
１＋ａ１１Ａ１Ａ２＋ａ０２Ａ２

２

Ｆ０３ ＝ａ３０Ｂ３
１＋ａ２１Ｂ２

１Ｂ２＋ａ１２Ｂ１Ｂ２
２＋ａ０３Ｂ３

２

Ｆ３０ ＝ａ３０Ａ３
１＋ａ２１Ａ２

１Ａ２＋ａ１２Ａ１Ａ２
２＋ａ０３Ａ３

２

Ｆ１１ ＝ ２ａ２０Ａ１Ｂ１＋ａ１１Ａ１Ｂ２＋ａ１１Ａ２Ｂ１＋２ａ０２Ａ２Ｂ２

Ｆ２１ ＝ ３ａ３０Ａ２
１Ｂ１＋Ａ１Ｂ１Ａ２＋ａ１２Ａ２

２Ｂ１＋２ａ１２Ａ１Ａ２Ｂ２＋ａ２１Ａ２
１Ｂ２＋３ａ０３Ａ２

２Ｂ２

Ｆ１２ ＝ ３ａ３０Ａ２
１Ｂ１＋２ａ２１Ａ１Ｂ１Ａ２＋ａ１２Ａ２

２Ｂ１＋２ａ１２Ａ１Ａ２Ｂ２＋ａ２１Ａ２
１Ｂ２＋３ａ０３Ａ２

２Ｂ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Ａ３）

其中，Ａ１， Ａ２， Ｂ１， Ｂ２与 Ｆ ｉｊ的推导见附录 Ｂ．１。
进一步令

ω＝ ｘ＋η
φ＝ ｙ＋θ{ （Ａ４）

将（Ａ４） 式代入（Ａ２）式，有：
Ｚ＝Ｋ３０ｘ３＋Ｋ２１ｘ２ｙ＋Ｋ１２ｘｙ２＋Ｋ０３ｙ３＋Ｋ２０ｘ２＋Ｋ１１ｘｙ＋Ｋ０２ｙ２＋Ｋ１０ｘ＋Ｋ０１ｙ＋Ｋ００ （Ａ５）

上式中 Ｋ ｉｊ为：
Ｋ３０ ＝Ｆ３０

Ｋ２１ ＝Ｆ２１

Ｋ１２ ＝Ｆ１２

Ｋ０３ ＝Ｆ０３

Ｋ２０ ＝ ３ηＦ０３＋θＦ２１＋Ｆ２０

Ｋ１１ ＝ ２ηＦ２１＋２θＦ１２＋Ｆ１１

Ｋ０２ ＝ηＦ１２＋３θＦ０３＋Ｆ０２

Ｋ１０ ＝ ３η２Ｆ３０＋２ηθＦ２１＋θ２Ｆ１２＋２ηＦ２０＋θＦ１１＋Ｆ１０

Ｋ０１ ＝ ３θ２Ｆ０３＋２ηθＦ１２＋η２Ｆ２１＋２θＦ０２＋ηＦ１１＋Ｆ０１

Ｋ００ ＝η３Ｆ３０＋η２θＦ２１＋ηθ２Ｆ１２＋θ３Ｆ０３＋η２Ｆ２０＋ηθＦ１１＋θ２Ｆ０２＋ηＦ１０＋θＦ０１＋Ｆ０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Ａ６）

其中，η，θ 与 Ｋ ｉｊ的推导见附录 Ｂ．２。
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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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３０ ＝ １ ／ ３

Ｋ２１ ＝ ０

Ｋ１２ ＝ －１

Ｋ０３ ＝ ０

Ｋ２０ ＝Ｋ０２

Ｋ１１ ＝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Ａ７）

则：
ｚ＝Ｋ３０ｘ３＋Ｋ２１ｘ２ｙ＋Ｋ１２ｘｙ２＋Ｋ０３ｙ３＋Ｋ２０ｘ２＋Ｋ１１ｘｙ＋Ｋ０２ｙ２＋Ｋ１０ｘ＋Ｋ０１ｙ （Ａ８）

又有：
ｕ＝Ｋ１０

ｖ＝Ｋ０１

ｗ＝Ｋ２０ ＝Ｋ０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Ａ９）

Ｂ． 模型推导相关系数求解

Ｂ．１ Ａ１， Ａ２， Ｂ１， Ｂ２与 Ｆ ｉｊ

联立（Ａ７）式中 Ｋ０３ ＝ ０，（Ａ６）式中 Ｋ０３ ＝Ｆ０３，有：
ａ３０Ｂ３

１＋ａ２１Ｂ２
１Ｂ２＋ａ１２Ｂ１Ｂ２

２＋ａ０３Ｂ３
２ ＝ ０ （Ｂ１）

等式两侧同除以 Ｂ３
２，

ａ３０

Ｂ１

Ｂ２

æ

è
ç

ö

ø
÷

３

＋ａ２１

Ｂ１

Ｂ２

æ

è
ç

ö

ø
÷

２

＋ａ１２

Ｂ１

Ｂ２

æ

è
ç

ö

ø
÷ ＋ａ０３ ＝ ０ （Ｂ２）

联立（Ａ７）式中 Ｋ２１ ＝ ０，（Ａ６）式中 Ｋ２１ ＝Ｆ２１，有：
３ａ３０Ａ２

１Ｂ１＋Ａ１Ｂ１Ａ２＋ａ１２Ａ２
２Ｂ１＋２ａ１２Ａ１Ａ２Ｂ２＋ａ２１Ａ２

１Ｂ２＋３ａ０３Ａ２
２Ｂ２ ＝ ０ （Ｂ３）

等式两侧同除以 Ａ２
２Ｂ２，

３ａ３０

Ｂ１

Ｂ２

æ

è
ç

ö

ø
÷ ＋ａ２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Ａ１

Ａ２

æ

è
ç

ö

ø
÷

２

＋２ ａ２１

Ｂ１

Ｂ２

æ

è
ç

ö

ø
÷ ＋ａ１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Ａ１

Ａ２

æ

è
ç

ö

ø
÷ ＋ ａ１２

Ｂ１

Ｂ２

æ

è
ç

ö

ø
÷ ＋３ａ０３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０ （Ｂ４）

令 α＝Ａ１ ／ Ａ２，β＝Ｂ１ ／ Ｂ２，则式（Ｂ２），（Ｂ４）为：
ａ３０β３＋ａ２１β２＋ａ１２β＋ａ０３ ＝ ０

３ａ３０β＋ａ２１( ) α２＋２ ａ２１β＋ａ１２( ) α＋ ａ１２β＋３ａ０３( ) ＝ ０{ （Ｂ５）

则 α，β 可以求解。
联立（Ａ７）式中 Ｋ３０ ＝ １ ／ ３，（Ａ６）式中 Ｋ３０ ＝Ｆ３０，有：

ａ３０Ａ３
１＋ａ２１Ａ２

１Ａ２＋ａ１２Ａ１Ａ２
２２＋ａ０３Ａ３

２ ＝ １ ／ ３ （Ｂ６）
等式两侧同除以 Ａ３

２，并令

λ＝ａ３０α３＋ａ２１α２＋ａ１２α＋ａ０３ （Ｂ７）
则：

Ａ２ ＝ ３λ( ) － １
３ （Ｂ８）

联立（Ａ７）式中 Ｋ１２ ＝ －１，（Ａ６）式中 Ｋ１２ ＝Ｆ１２，又知 Ｆ３０ ＝ １ ／ ３，则 Ｆ１２ ＝ －３Ｆ３０，即：
３ａ３０Ａ２

１Ｂ１＋２ａ２１Ａ１Ｂ１Ａ２＋ａ１２Ａ２
２Ｂ１＋２ａ１２Ａ１Ａ２Ｂ２＋ａ２１Ａ２

１Ｂ２＋３ａ０３Ａ２
２Ｂ２

＝ －３ ａ３０Ａ３
１＋ａ２１Ａ２

１Ａ２＋ａ１２Ａ１Ａ２
２＋ａ０３Ａ３

２( ) （Ｂ９）
等式两侧同除以 Ａ３

２ Ｂ２２，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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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３ａ３０α β２＋ａ２１β２＋２ａ２１αβ＋ａ１２α＋２ａ１２β＋３ａ０３ （Ｂ１０）
则：

Ｂ２ ＝ －３λ ／ ρ３( )
１
６ （Ｂ１１）

进而，可得 Ａ１ ＝αＡ２，Ｂ１ ＝βＢ２

将 Ａ１，Ａ２，Ｂ１，Ｂ２代入式（Ａ３）可求得 Ｆ ｉｊ。
Ｂ．２　 η，θ 与 Ｋ ｉｊ

联立（Ａ７）式中 Ｋ２０ ＝Ｋ０２，（Ａ６）式中 Ｋ２０，Ｋ０２，
３ηＦ０３＋θＦ２１＋Ｆ２０ ＝ηＦ１２＋３θＦ０３＋Ｆ０２

即 ３Ｆ０３－Ｆ１２( ) η＋ Ｆ２１－３Ｆ０３( ) θ＝Ｆ０２－Ｆ２０ （Ｂ１２）
又根据（Ａ７）式中 Ｋ１１ ＝ ０，（Ａ６）式中 Ｋ１１，

Ｋ１１ ＝ ２ηＦ２１＋２θＦ１２＋Ｆ１１ ＝ ０

即 Ｆ２１η＋Ｆ１２θ＝ －
Ｆ１１

２
（Ｂ１３）

联立（Ｂ１２）式与（Ｂ１３）式构成方程组（Ｂ１４），即可解得 η，θ。
３Ｆ０３－Ｆ１２( ) η＋ Ｆ２１－３Ｆ０３( ) θ＝Ｆ０２－Ｆ２０

Ｆ２１η＋Ｆ１２θ＝ －
Ｆ１１

２

ì

î

í

ï
ï

ïï

（Ｂ１４）

将 η，θ 代入式（Ａ６）可求得 Ｋ ｉｊ。
进而根据（Ａ９）式与（１１）式求得 ｕ，ｖ，ｗ 以及椭圆脐点突变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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